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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通信技术与新媒体的发展对中国传统媒体的政治传播造成了冲
击。现有研究较少对传统媒体应对这一挑战的理论逻辑与政治意义做出统一的
阐释。论文从传统媒体的政治传播职能及其现实困境出发，对上述议题进行了
分析。本质上，互联网时代中国传统媒体所面临的挑战是当前传播模式“窄播
化”与传统媒体政治传播“大众化”要求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研究发现，中
国传统媒体采取加强其在互联网平台布局的“多平台策略”，以及同时扮演宣传
媒体与商业化内容生产者的“双重身份策略”，以应对上述冲击与挑战。通过运
用这两种策略，传统媒体扩展了其受众接触的广度，加大了其受众影响的深度，
有效促进了政治传播的“再大众化”。两种策略的成功运用，有助于传统媒体适
应新的媒介环境并有效履行其政治传播职能。此外，对传统媒体转型的政治逻
辑与积极意义的分析，也有利于丰富和拓展中国政治传播实践的理论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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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ＩＣＴ），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媒体、受众
与传播空间的格局在过去数十年间不断被重塑。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受众的选
择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这对政治传播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年
来，随着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社交媒体以及ＡＰＰ的发展，这一影响变得更
为显著。使用移动设备获取信息、基于用户关注与算法推荐的内容定制，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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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成为当下公民信息获取的主要方式。这一现象使得一些学者对传统的大众传
播（ｍａ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理论范式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传统的大众
传播理论范式已不足以解释当前个性化信息传播模式，因为基于互联网的“窄
播（ｎａｒｒｏｗｃａｓｔ）”模式已逐渐建立起了对于传统的“广播（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模式的
优势，传播的“去大众化（ｄｅｍａｓｓｉｆｙ）”趋势将愈发显著（Ｍｅｔｚｇｅｒ，２０１４）。

窄播模式带来的传播权力去中心化，将使传统媒体面临受众与话语权流失
的风险，进而对原有的传播体系形成冲击。与西方国家的传统媒体不同，中国
传统媒体（尤其是以传统媒体为主要形态的主流媒体）并不是作为中立的“第
四权力”独立存在，它还要更多地肩负起传播主流价值、引导社会舆论的职能，
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去。因此，如何应对这一冲击，不仅
是关乎中国传统媒体自身发展的传播学问题，更是与国家治理效能息息相关的
政治学议题。事实上，中国传统媒体所展现出的对传播环境变迁的强大适应力，
为中国政治体系的运行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窄播模式为中国传统媒体带
来了哪些挑战？中国传统媒体利用哪些策略来应对这些挑战，以适应传播环境
的变迁？这些策略的效果、价值和意义如何？本文将在对中国传统媒体的政治
传播策略的观察与概括中探讨这些问题，以期为进一步优化中国传统媒体的政
治传播功能提供参考。

一、现有研究及其不足

随着互联网技术对传播空间形塑的不断深化，其对传统政治传播体系的挑
战也成为各国所共同面临的问题。由于政治传播体系在不同国家的角色和功能
有所差异，围绕这一问题的研究往往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化特点。也
正因为这样，国内外学者对它的认识和研究呈现出较清晰的分野。

西方学者较早地对传播空间的变化及其对政治传播的影响进行了系统梳理。
有学者指出，以美国为例，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以传播方式激增、媒介的富余
和扩散为标志，美国的政治传播进入了“第三世代”。不同于政治传播服务于强
大稳固的制度与信仰的“第一世代”，以及两党主导的、专业化的、通过广播媒
介产生影响的“第二世代”，“第三世代”政治传播中出现的新模式从根本上改
变了人们接受政治的方式：多渠道中纵横交错的“支流”似乎比“主流”的政
治传播产生了更强的影响力（Ｂｌｕｍｌｅｒ ＆ Ｋａｖａｎａｇｈ，１９９９）。事实上，这正是窄
播模式对广播模式的冲击在政治传播领域中的体现。现有的传播体系如何应对
窄播的冲击，已成为政治传播领域广泛讨论和研究的议题之一。

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取向。一方面，他们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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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政党、媒体及选民对新传播环境的适应与调整，以及这些调整是如何影响
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ＶａｎＡｅｌｓ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另一方面，他们大多从窄播模式
的去中心化、强对话性特征出发，探讨新的传播环境是如何孕育政治抗议和社
会运动，以及政府采取何种方式对这一影响进行反制（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 Ｔａｈｏｕｎ，
２０１８；Ｍａｎａｃｏｒｄａ ＆ Ｔｅｓｅｉ，２０２０）。他们对中国政治传播问题的研究，大多属于
后一种思路，即讨论在窄播模式的冲击下，中国的政治传播体系是如何适应和
支持现有体制的。在宣传方面，有学者指出，党和国家通过对官方媒体的数字
化改造、政务微博的扩张和爱国博主的培育，实现更有效的“参与式说服”
（Ｒｅｐｎｉｋｏｖａ ＆ Ｆａｎｇ，２０１８）。在舆情方面，西方学者的关注重点是政府如何在新
的媒介环境中以多种方式实施对媒体信息和内容的治理（Ｔａｉ，２０１４；Ｈａｎ，
２０１５；Ｋ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此外，也有少数学者探讨中国如何将新媒介环境的
冲击转化为有效的治理与监督，以提升地方政府的回应性，等等（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２０１４；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与国外研究不同，国内学者在面对“窄播化”为中国政治传播带来的挑战
时，讨论主要围绕如何在一个碎片化、去中心化的传播环境中重构传统的政治
传播体系。基于对新技术与新媒介环境对政治传播所带来的冲击的观察，国内
学者对传统政治传播体系急需重构与适应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共识（禹旭才、
熊耀林，２０２１；胡智锋、雷盛廷，２０２０）。一方面，学界普遍强调传统政治传播
体系“重构”的重要性：面对新传播环境对政治传播秩序的冲击，中国的政治
传播实践应将互联网自媒体的“交流”主题与中国政治传播追求的“秩序”价
值相融合，建立起政党领导的交流秩序（荆学民、于淑婧，２０２０；于淑婧、荆
学民，２０２１）。有学者指出，新媒介环境带来的挑战，实质上是一种“去制度
化”的冲击，在党的领导下实现政治传播的“再制度化”是应对这一冲击的有
效路径（于淑婧，２０２１）。另一方面，传统媒体能否适应新的传播环境，成为政
治传播体系重构的关键。有学者认为，传统媒体在当前媒介环境下所面临的挑
战，同样也是其转型的机遇（黄楚新、许可，２０２１）；传统主流媒体应积极嵌入
平台，以获得这一时代的传播主导权，等等（喻国明、李彪，２０２１）。事实上，
传统媒体对窄播环境的主动适应，已在学者的观察中有所体现。例如，传统主
流媒体的政治传播策略有着明显的日常生活化转向（钟怡，２０２０）；新媒体政治
传播话语趋于生活化、情感化和时尚化，传播方式也更加隐性和碎片化（司忠
华，２０１７）；情感化与生活化话语已成为传统主流媒体报道的常用策略，并发挥
着正面的舆论引导作用（王晗啸、王姗姗、李凤春，２０２０；黎藜、吴嘉恩，
２０２１）。

然而，上述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国外研究出于意识形态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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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过度强调互联网与中国政治的内在冲突性，以至于他们无法全面认识中国
传统媒体对新传播环境所做出的适应性调整，更无法对这些适应与调整所产生
的积极治理效能进行恰当的阐释。其次，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虽较为广泛，
但大量研究仍停留在对政治传播新环境的现象描述，并未从理论层面阐明中国
政治传播以及传统媒体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因而未能对中国传统媒体的传播
策略及其背后的逻辑进行有力的说明。基于此，本文试图以新的视角对中国传
统媒体的政治传播策略进行阐释。首先，本文将对互联网新媒体革命所带来传
播模式的重大变迁做出概括，即窄播对大众传播范式的解构。其次，本研究将
从中国的具体情境出发，探讨传统媒体的政治传播策略。中国的具体情境赋予
了传统媒体特殊的政治功能，也使得其要面临西方传统媒体所未有的特殊挑战。
只有突破西方意识形态的话语偏见，立足于中国政治传播的具体情境，才能对
这些特殊性做出合理解释。最后，本文分析了传统媒体的策略调整对其政治传
播功能发挥的意义，探讨了其对中国国家治理总体的价值及其所需要把握的关
键问题。

二、“去大众化”的传播：窄播时代与中国传统媒体的政治传播困境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媒介环境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以及其对既有的政治传播
体系形成了冲击并无异议，但其具体表述却不一而足。例如，有学者分别用
“媒介富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Ｋｅａｎ，２０１３）” “去中心化（Ｓｈｉｒｋｙ，
２００８）”“去制度化（Ｂｌｕｍｌｅｒ，２０１６）”等概念对这一趋势进行概括。中国传统
媒体政治职能的实现需要保持与尽可能多的受众接触，这一需求与新传播环境
中分化的受众和窄化的传播模式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传统媒体面临的重要
挑战之一。接下来，本研究将以窄播所带来的“去大众化”传播模式与传统媒
体政治职能之间的矛盾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对窄播传播环境的变迁进行梳理
和描述，以阐述中国传统媒体所面临的政治传播困境。

（一）窄播模式对大众传播传统范式的冲击
一般而言，大众传播是由固定的中心向不确定的大众的信息发布（刘海龙，

２００８），是一种信息生产、消费与传播的制度与形式的总和。Ｗｉｌｂｕｒ Ｓｃｈｒａｍｍ将
大众传播的特点概括为“大而少（ｂｉｇ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ｅｗｎｅｓｓ）”，“大”意味着传播技
术的发展使传播者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够与数量巨大且匿名的受众进行沟通，
“少”则意味着这些技术本身有着极高的门槛，导致只有少数公司有能力主导大
众传媒这一行业（Ｃｈａｆｆｅｅ ＆ Ｍｅｔｚｇｅｒ，２００１）。然而，学者们也认识到大众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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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息息相关。随着传统报业、电视行
业内容的日趋丰富和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传播空间中的内容生产与消费模式
呈现出从低选择度到高选择度的转变（ＶａｎＡｅｌｓ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受众越来越多地
依其偏好自主定制其所获取的政治信息（Ｐｒｉｏｒ，２００５）。也有学者认为，产生于
有线电视时代的窄播模式为互联网新媒体所强化，表现出其对大众传播及大众
传播理论的强大的解构潜力。史蒂文·Ｈ 查菲（Ｓｔｅｖｅｎ Ｈ． Ｃｈａｆｆｅｅ）和米里亚
姆·Ｊ 梅茨格（Ｍｉｒｉａｍ Ｊ． Ｍｅｔｚｇｅｒ）在其《大众传播的终结？》一文中指出，计
算机和信息技术模糊了不同传播模式的边界，与此相应地，围绕特定传播模式
建立起的传播学理论也应进行适当调整。他们认为，大众传播所具有的许多特
征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已不复存在（Ｃｈａｆｆｅｅ ＆ Ｍｅｔｚｇｅｒ，２００１），厘清“窄播”与
“广播”的对立与统一，是当下政治传播研究以及大众传播理论发展急需解决的
重要问题（Ｍｅｔｚｇｅｒ，２０１４）。

“窄播”意指将媒体信息有针对性地传递给具有特定价值观、偏好或人口统
计学特征的受众群体（Ｇｏｎｃａｌｖｅｓ ＆ Ｋｏｓｔａｋｏｓ，２０１３）。作为一个衍生于“广播”
并与之相对立的概念，它最早出现于电视研究，用于研究频道和节目的受众面
大小对广告和营销策略的影响（Ｃｈａｅ ＆ Ｆｌｏｒｅｓ，１９９８；Ｂａｒａｓｃｈ ＆ Ｂｅｒｇｅｒ，
２０１４）。随着互联网对用户内容选择权的强化，越来越多的传播学者借用“窄
播”概念中与“广播”相对立的元素，用以表示传播模式中的“去大众化”特
征。这些学者认为，随着媒介富余程度的不断加深及互联网新媒体的快速发展，
受众不仅在选择接触何种信息方面有更充分的自由，而且其自身也能进行内容
生产。由此，大众传播的两个特征———“大而少”———在很大程度上被解构了。
这种解构使得大众传播日益失去其大众性，也预示着传播媒介与传播方式的深
刻变革。具体而言，窄播模式的兴起及其在互联网新媒体背景下对大众传播模
式的解构，主要体现在信息生产、信息消费和信息传播三个方面。

在信息生产方面，原有集中化和规模化的生产模式受到互联网新媒体分散
化生产的挑战。传统的大众传播主要依托报刊、广播和电视媒体进行集中、规
模化的信息生产，形成从媒体到受众的、点对面的单向传播。而在当下的互联
网环境中，依托博客、视频网站以及社交媒体等开放平台，媒介信息的消费者
同时也作为信息生产者存在。这一生产模式带来了信息爆炸和媒介富余，它凭
借其信息量的压倒性优势形成对传统媒体和大众传播模式的巨大冲击（Ｋｅａｎ，
２０１３）。换言之，大众传媒所传播的信息极易被用户所生产的大量信息所稀释，
从而失去原有的影响力和主导性地位。

在信息消费方面，互联网新媒体赋予其用户以前所未有的信息选择自主权。
事实上，在２０世纪末随着电视、报刊和广播的媒介规模进一步壮大，受众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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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自主选择权已经得到加强，但仍未脱离大众传播“点对面”的传播方式（戴
维·克劳利、保罗·海尔，２０１８）。万维网的出现为受众的信息获取带来了革命
性变化，使网民开始有能力自主地进行信息获取（方兴东、钟祥铭、彭筱军，
２０１９）。自此，权力开始向受众转移，互联网“去中心化”的潜力开始凸显。
随后，这一趋势被Ｗｅｂ２ ０以及社交媒体的兴盛所强化：自媒体平台、手机ＡＰＰ
和智能推荐算法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方便了受众获取个性化信息，信息的生产
与消费之间的互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在信息传播方面，互联网新媒体实现了多平台、全天候的即时传播，打破
了原有特定时段和渠道的传播模式。总体而言，大众传播模式下的传播渠道与
时效是受限的。例如，大众传播模式下的新闻生产过程是在“新闻周期”下进
行的，在可预测的时间段内完成其对新闻的收集、写作、编辑、选择和报道的
过程（Ｃｈａｄｗｉｃｋ，２０１７）。而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及移动智能设备的快速发展，新
闻传播的渠道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其时效性也从周期性传播发展为即时性传
播。这种多平台、全天候的即时传播模式对传统媒体的信息掌控力形成了巨大
冲击，进一步削弱了原有大众传播模式所依赖的组织结构，使得面向最广大受
众群体的大众传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位置。

在以上三种影响的交互作用下，当今的信息生产与消费渠道愈发多样化，
“广播”传播模式逐步向“窄播”传播模式变迁（如图１所示）。在窄播模式
下，信息生产者可针对具体受众群体的需求生产特定内容，并通过特定渠道进
行传播。尽管不同的信息渠道相互交叉影响，呈现出一定的网络化特征，但受
众对其获取信息的自主选择权以及其对信息生产者的影响被大大加强了。在现
代民主政治中，政治信息和政治讨论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公民的政治态度，进而
影响其政治参与行为。因此，这一传播模式的影响并非只局限于传播领域，更
会溢出到政治社会领域，对民主的理论和实践提出新的挑战。

图１广播模式（左）与窄播模式（右）示意
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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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传统媒体政治传播的双重难题
学界对媒体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已有相当完备的论述，诸如媒体在西方民

主政治中扮演议程设置者、“看门狗”（ｗａｔｃｈｄｏｇ）和“守门员”（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ｅｒ）
等角色，发挥着为公民提供政治信息以及监督政府行为的功能等（Ｕｎｄｅｒｗｏｏｄ，
２００１）。窄播化与互联网新媒体对于传统媒体的冲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媒
体的这些功能，并可能带来信息不平等、政治冷漠、虚假信息和政治极化等消
极影响。如何应对这些消极影响，成为西方民主政治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
（Ｚｈｕｒａｖｓｋａｙ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中国的政治传播实践根植于中国政治的传统与现实，应对这一冲击的过程
有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特殊情境。“大一统”政治传统、民主集中的政治体制及
革命色彩鲜明的政治传播历史共同塑造了中国政治传播的基本取向，它强调秩
序、统一和共识，要求媒体承担服务革命、建设、改革和治理的任务和使命
（于淑婧、荆学民，２０２１）。这些任务和使命使得中国传统媒体迫切地需要在
“去大众化”的窄播模式中实现政治传播的“再大众化（ｒｅｍａｓｓｉｆｙ）”，以保持
与多数受众的接触。基于此，本文概括了窄播时代对中国传统媒体的挑战，这
些挑战构成了当前中国传统媒体面临的双重难题。

第一，“去大众化”的窄播模式对中国传统媒体的宣传和舆论引导效能带来
了冲击。中国传统媒体承担着弘扬主旋律、传播主流价值观的宣传职能，这一
职能的实现关乎国家政治稳定和意识形态安全。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传播的根
本原则，做大做强主流媒体是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
关于媒介融合工作的讲话中指出，“要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
主流媒体”（习近平，２０１９）。然而，互联网为多元价值观和多元政治表达提供
了理想场所（Ｆａｒｒｅｌｌ，２０１２），这使得网民处于较开放多元的观念市场之中。由
于受众内容选择权的不断强化，人们更乐于选择符合自己既有政治立场和观念
的媒介内容，这将减弱其他信息对其观念的影响（Ｐｒｉｏｒ，２０１３）。因此在窄播时
代，基于传统大众媒体的主流价值观宣传面临严峻的挑战。如何应对新媒体对
其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挑战，强化传统媒体的宣传、舆论引导和传播主流价值观
功能，是“去大众化”的传播模式为之带来的首要难题。

第二，“去大众化”的窄播模式对中国传统媒体引导、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
与的功能形成了冲击。不同于西方的选举民主，中国式民主是一种全过程人民
民主（唐亚林，２０２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传统媒体参与决策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对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而言，信息与民意的传播与互动主要围绕
选举展开。尽管在非选举期间媒体也起到决策监督和民意反馈的作用，但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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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它的监督功能有着回溯性的特征，新闻媒体并不能对政客形成即时有效的压
力（Ｍａｎｉｎ，１９９７）。对于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而言，民意影响着政府决策与
执行的全过程，有着更强影响力的传统媒体无疑是决策者与公民间沟通的有益
补充。另外，政治信息的学习也能激发公民的政治讨论，提高其政治参与的能
力和意愿（Ｂｉｍｂｅｒ，２００１；ＤｅｌｌｉＣａｒｐｉｎ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然而，高度自由的媒介
选择环境不仅带来了不同观念的竞争，还带来了政治内容和娱乐内容的竞争。
在电视时代就被一些学者所广泛讨论的泛娱乐化问题，在互联网时代似乎显得
愈发严峻。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５０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截至２０２２年６月，在我国互联网应用的各个
类型中，“网络娱乐类”应用的平均使用率超过６０％，排在了网络应用使用率
的第二位。① 可以说，娱乐已成为网民使用互联网的主要目的之一（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２０２２）。互联网传播的娱乐化可能导致公民政治信息的匮乏，并加剧
信息不平等，降低公民的政治参与意愿（林奇富、殷昊，２０２０）。因此，如何引导
公民良性地关注政治、参与政治，以加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助力全过程人
民民主，是窄播时代“去大众化”的传播模式为中国传统媒体带来的另一难题。

尽管这两个难题分别指向中国传统媒体的两个不同职能和互联网新媒体带
来的不同挑战，但其根源仍在于窄播时代“去大众化”的传播模式与中国传统
媒体的政治传播需求之间的矛盾。重新建立大众化的政治传播模式，是破解这
两大难题的有效手段。

三、“再大众化”的政治传播：传统媒体的两种策略

面对新媒介技术的冲击和政治传播双重难题，中国传统媒体展现了其强大
的适应性。一方面，通过在多样化的互联网平台保持在场，传统媒体得以与大
量受众保持接触；另一方面，通过将其既有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优势与新媒体传
播手段相结合，传统媒体在公民政治信息获取与政治讨论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对于传统媒体所展现的适应性，现有研究大多从各个媒体的具体做法出
发进行阐述。与之不同的是，本文不再着眼于某一媒体在特定传播平台采取的
具体传播方式，而是对中国传统媒体的政治传播实践进行整体性观察，捕捉不
同媒体不同做法之间所共有的策略，以战略思维分析传统媒体变革的逻辑。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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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报告》将我国互联网应用分为四类，分别为基础应用类、网络娱乐类、商务交
易类、公共服务类。其中，基础应用类包括搜索引擎、网络新闻、即时通信，网络娱乐类包
括网络视频、网络音乐、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直播，商务交易类包括网络支付、网络
购物、旅行预订，公共服务类包括在线政务、在线教育、网约车。



此，本文总结出传统媒体的两种政治传播策略：一是加强其在互联网平台布局
的多平台策略，二是同时扮演宣传媒体与商业化内容生产者的双重身份策略。
本文认为，正是由于这两种策略较好地消解，乃至转化了“去大众化”的传播
环境与“大众化”政治传播需求之间的矛盾，中国传统媒体得以在应对冲击中
取得显著的成效。

（一）多平台策略：拓展传统媒体的政治传播广度
多平台策略是中国传统媒体为再大众化政治传播而采取的策略之一，具体

体现为传统媒体在加强自身平台建设的同时，积极进驻各个不同的线上平台，
形成以现有平台为核心、多平台账号为延伸的传播矩阵。既有研究大多从传播
学视角出发解释传统媒体在互联网平台的布局，分析传统媒体在新媒体环境下
的挑战与转型策略（赵如涵、郭笑晨、樊攀，２０１６；成文胜，２０１５）。然而，这
些研究往往侧重于分析传统媒体在微博、微信等大众平台的运营，较少关注传
统媒体在小众平台的布局。事实上，传统媒体对小众平台也十分重视。例如，
央视新闻早期就曾致力于打造“三微一端”的传播矩阵，即微博、微信、微视
频与客户端并行的传播新态势。近年来，央视新闻不断完善其传播矩阵，入驻
了一些新平台。在其传播矩阵中，除“三微一端”外，还包括哔哩哔哩、腾讯
视频等视频内容平台，喜马拉雅等音频广播平台，网易新闻、凤凰新闻等新闻
资讯平台，以及知乎等综合性图文在线社区。在央视新闻所入驻的平台中，既
有微信、微博、快手、抖音等用户群体庞大的媒体平台，也有喜马拉雅、哔哩
哔哩、知乎等相对小众的媒体平台。根据易观千帆（Ｑｉａｎｆａｎ． ｔｅｃｈ）的统计数
据，２０１９年６月知乎的月活用户数量仅为微博月活用户数的１ ／ ２３，微信月活用
户数的１ ／ ６１。这表明，以央视新闻为代表的传统媒体所采取的多平台策略，其
目的并非仅是简单适应移动化的传播环境，它还试图进一步将其影响延伸至更
大范围的各类受众群体。

互联网传播的长尾理论为传统媒体多平台策略的解释提供了思路。长尾理
论中的“头”“尾”分别指的是正态分布中间凸起和两侧平缓的部分。“长尾”
也就意味着尾部较长的分布，即尾部虽然不突出，但总量不可忽视。如图２所
示，在互联网传播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媒体平台构成了传播的“头”，而小众
传播平台则构成了传播的“尾”。对于这些位于尾部的小众平台而言，虽然每个
平台所拥有的受众数量十分有限，但这些受众相加的总和将是十分庞大的受众
群体。有学者认为，这一长尾现象是互联网的独特产物，小众传播在互联网环
境下已逐渐可与大众传播相抗衡（陈力丹、霍仟，２０１３）。对于入驻互联网平台
的传统媒体而言，“头部”平台与“尾部”平台都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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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长尾理论在中国互联网平台的表现示意
来源：作者自制。
多平台策略一个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它兼顾了“头”与“尾”的全方位布局。

政治传播的“再大众化”，其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增加传统媒体的受众数量（这通
过深耕微信、微博等位于“头部”的平台即可做到），而是减少传统媒体无法影
响到的用户数量，使其影响实现更深层次的“大众化”。通过入驻包括小众平台
在内的多种互联网媒体平台，传统媒体不仅将位于互联网传播尾部的用户纳入
其影响范围，更是不断扩展其传播末梢，扫清影响力的死角，不断压缩因小众
偏好而无法接触到传统媒体的用户数量。

多平台策略解决的是传统媒体的政治传播广度问题，也就是其发布信息的
可见性（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问题。通过多平台策略，传统媒体所发布的信息被有着不同
内容和平台偏好的受众接触到的概率将大大增加。在互联网环境中越容易被看
到的内容，就越容易获得点击和分享（方可成，２０１６）。同时，凭借其自身具有
的权威性，传统媒体所发布的信息更易获得关注和转发，进而通过人际传播影
响更广的人群。一些传统媒体还与平台合作，通过对传统媒体矩阵赋权的方式
获得算法和推送权重，以信息流推送、重要信息置顶显示等方式进一步提高其
信息可见性，减少“有端无客户”的情况。另外，也有一些传统媒体账号与其
所在平台的“大Ｖ”进行内容的联合创作与推送，利用后者庞大的“粉丝”基
数为该内容及媒体账号引流。通过这一系列努力，传统媒体在保留其权威性和
影响力优势的情况下，弥补了其传播渠道相对单一的劣势，拓展了其传播的广
度，提高了其对受众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二）双重身份策略：强化传统媒体的政治传播深度
尽管传统媒体通过多平台布局提高了受众与之接触的可能性，但信息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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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受众产生的效果则是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一些学者提出，政治传播似乎已
经来到了新的“最小效果时代（ｍｉｎｉｍ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ｅｒａ）”，即在用户普遍采取选择性
接触条件下，信息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Ｂｅｎｎｅｔｔ ＆ Ｉｙｅｎｇａｒ，２００８）。同时，娱
乐化的传播空间会促使一些公民对政治信息抱以冷漠的态度，传统的、严肃而
模式化的报道方式则使发布的信息更易为这些公民所忽视。因此，传统媒体的
任务并不仅限于以多平台策略来使更多受众与之保持接触，更重要的是强化接
触的效果，增强传统媒体的政治传播深度。

双重身份策略是传统媒体为增强政治传播深度所采取的另一种策略。这一
策略的具体体现是入驻不同互联网平台的传统媒体，一方面保留其作为宣传媒
体的身份，另一方面则以商业化内容生产者的身份进行运营。一些现有研究已
经观察到，传统媒体为了适应新的媒介技术，对其新闻生产方式进行了调整
（晏青、张佳欣，２０１９；吴来安，２０２０）。综合来看，传统媒体对不同平台的适
应性调整虽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共同遵循市场化内容生产的逻辑。传统媒体根
据不同互联网平台的受众偏好生产内容，以内容创作者身份与其他创作者竞争
有限的受众关注资源。如此一来，不同平台的传统媒体账号运营者便会出于
“涨粉”和“涨流量”的动机，“自动地”适应不同媒体平台的传播方式和内容
特点，以期生产出能在该平台获得一定关注度与传播量的内容。

与商业化内容生产者相似，传统媒体在进行平台内容创作时，同样需要考
虑这一内容如何被更多地阅读、点赞和转发。而与真正的商业化内容生产者不
同的是，在各个平台的传统媒体账号事实上并不以赢利为主要目的，且仍然保
留宣传媒体的政治角色。换言之，传统媒体身份的转变更多地是服务于党和人
民事业的宣传大局。诚然，“宣传”是一个复杂而有争议的概念：由于宣传的目
的是对个人产生影响，且往往与一定的权力关系相伴随（刘海龙，２０１３）。如何
使公众对宣传持有积极的态度，成为媒体宣传工作所面临的一大挑战。这就要
求入驻平台的传统媒体能通过创作更具吸引力的内容和作品，以更“接地气”
的形象呈现于网民的公众视野之中，这也有利于改变网民对媒体宣传的刻板印
象，提高网民的信任度。此外，由于受众对媒介信息的接受是一个复杂的心理
和认知过程（Ｔａｂｅｒ ＆ Ｙｏｕｎｇ，２０１３），在保留传统新闻媒体本质的前提下，位于
不同平台的传统媒体出于“涨粉”的动机，对其信息发布进行适度软化和娱乐
化处理，也可增进受众对政治信息和宣传的接受程度（Ｋｉｍ ＆ Ｖｉｓｈａｋ，２００８）。

以图３为例，２０２１年国庆期间中央电视台在互联网多平台布局的“央视新
闻”账号开展了一系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２周年的国庆宣传活动。其
中，央视新闻在哔哩哔哩、知乎两个互联网社区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宣传策略。
央视新闻在哔哩哔哩发布了“那年那兔那些事儿”题材的国庆动画视频，在知
乎则以提问的形式，邀请用户分享自己和祖国共同成长的故事。这种在不同平
台对宣传内容和形式的针对性调整，不仅有助于央视新闻账号及其发布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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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平台中更广泛用户的关注，进一步扩大其潜在的影响面，还有助于将宣传
的内容适用于不同平台受众所习惯的内容消费形式之中，增强其宣传的效果。

图３　 央视新闻双重身份策略在哔哩哔哩（左）和知乎（右）的体现
来源：Ｂｉｌｉｂｉｌｉ，知乎。
在媒介选择高度自由化的窄播环境中，传统媒体采取双重身份策略有利于

加强其在不同平台的传播深度和信息发布的效用（ｕｔｉｌｉｔｙ）（方可成，２０１６）。在
这一策略下，传统媒体除了从事宣传发布和报道，还会生产一些供网民消费的
其他内容。这样一来，那些本不关注传统媒体信息的受众，有机会因为这些内
容的消费而关注传统媒体账号，进一步增加了其与传统媒体的偶发性接触。传
统媒体还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框架处理，将主流价值观内化于其生产的消费性
内容之中，利用框架效应对受众产生影响。

随着媒介融合的进一步深入，传统媒体的双重身份策略已经取得了显著成
效。然而，也有学者观察到，传统媒体对互联网平台可能存在“过度适应”问
题（陈家喜、焦嘉欣，２０２０）。具体而言，双重角色是传统媒体在互联网平台扎
根并实现大众政治传播功能的关键，任何一个角色功能的失效都可能导致整个
策略的失效。同时，两种角色之间又存在张力。如果过于偏向宣传角色，将削
弱其对不同互联网平台的适应性，不能起到深入受众的作用；如果过于偏向商
业化内容生产者角色，则将有损于其原本作为主流新闻媒体的严肃性、专业性
和权威性。如何在复杂多变的传播环境与政治、社会环境中保持其双重身份的
平衡，是传统媒体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把握的问题。

（三）政治传播“再大众化”：传统媒体传播策略的效果
通过上述两种策略，中国传统媒体一定程度上能够将大众化的政治传播建

立在窄播化的土壤之上。多平台策略有利于传统媒体从受众规模上实现政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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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再大众化”，双重身份策略则有利于传统媒体在受众影响上实现政治传播
的“再大众化”。就策略本身的实际效果而言，前者拓展了传统媒体所能够影响
的网民规模，后者则加深了传统媒体对这些网民的影响程度。通过两种策略的
配合，传统媒体在互联网建立了立体化的传播矩阵：既接触尽可能多的受众，
也尽可能对这些受众的政治认知与态度施加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再大众化”
并不意味着原有的大众传播模式被重建，而是指传统媒体（尤其是传统主流媒
体）的传播实践更加切合窄播时代的媒介逻辑，增强其对大众的影响力。

中国传统媒体的转型背后不仅是传统媒体在新传播环境中生存的总体需要，
更是其对中国政治情境与要求的积极适应。我们不应仅从传播学逻辑出发对中
国传统媒体传播策略进行分析，还应从政治学逻辑出发来进行分析。通过传播
策略的调整，传统媒体得以在多元、竞争乃至相互对立的传播受众中传播相对
统一的政治信息、政治观念与政治价值体系。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媒体对窄
播时代的适应与西方传统媒体的“利基营销（ｎｉｃ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策略有所区别。
西方传统媒体———尤其是党派媒体的“利基营销”，并不试图在不同的受众群体
中传播统一的政治价值，而是将基于特定政治立场的信息精准推送给持有相似
政治立场的受众（Ｓｔｒｏｕｄ，２０１１）。相反，中国传统媒体的政治传播则试图在政
治上重新统合被窄播模式所分化的受众，即通过多样化的平台与内容，实现一
种“传播的分众，政治的大众”。

这种对分散化受众的政治统合，对于中国政治传播乃至整体的政治实践有
着积极的意义。

首先，有利于强化政治宣传，在新时代弘扬主旋律，凝聚共识。依托领导
小组和各级宣传机构，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合纵连横的大宣传系统，形成了对
中央以及地方传统媒体的全面领导（苏颖，２０１８），充分掌握了传播空间中的意
识形态主导权和话语权。互联网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尽管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
一局面，但其“去中心化”的特质以及受众选择的传播模式无疑削弱了之前通
过传统媒体进行宣传的能力。在这一情势下，传统媒体采取适应性策略，保持
其大众化的政治传播能力，无疑是新时代宣传工作的重要依托。党通过对传统
媒体的领导，仍可以在传播空间中与大部分受众保持接触，推进其宣传工作。
这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强的保障。

其次，有利于提高公民的政治热情，促进公民的政治讨论和政治参与，助
力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主流价值观较为强势的中国政治环境中，娱乐内容所带
来的政治冷漠问题更容易侵蚀民主的根基。公民对政治信息、政治讨论和政治
参与的缺乏，不利于民主过程的民意收集和回应。通过多平台策略与双重身份
策略，一方面，传统媒体可使政治信息以容易被接受的方式传递给网民，增长
其政治知识；另一方面，传统媒体也可作为常驻不同平台的民意收集与政策讨
论场所，激发更多的政治讨论，形成针对政策的舆论，使埋藏于公共空间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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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进一步涌现，为公共决策提供重要参考，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此外，
由平台所产生的政治讨论与民意回应过程，也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政治效能感，
强化公民的政治认同与政治信任。

最后，有利于发挥传统媒体专业性、权威性特点，应对互联网新媒体所产
生的一些消极的政治影响。传统媒体在传播空间中的强势在场，有利于消解虚
假信息的负面影响。在保持自身权威和专业性的同时，传统媒体主动适应新媒
体平台的传播方式，能较为快速地实现对虚假信息的辟谣，防止其危害性的进
一步扩大。市场化媒体出于赢利的需求，倾向于报道吸引眼球的负面新闻，是
为新闻报道的“负性偏向” （Ｓｏｒｏｋａ ＆ ＭｃＡｄａｍｓ，２０１５）。传统媒体对“正能
量”的传播，将有助于新闻报道空间中正面与负面信息的平衡，从而在保持对
负面信息关注与反思的前提下，减少其消极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互联
网技术逻辑中的消极面，减少了技术的无序发展对国家治理可能的侵蚀。

四、结语

通过对互联网影响下政治传播环境变革的概括和对中国传统媒体政治传播
实践的观察，本文建立了对中国传统媒体在互联网环境中政治传播策略的理论
阐释。本文认为，互联网新媒体为政治传播环境带来的重要变化，是由“广播”
到“窄播”的传播方式变革所带来的传播“去大众化”。而中国传统媒体面临
的主要挑战，则是其大众化传播的政治需求与窄播的传播模式之间的矛盾。利
用多平台策略与双重身份策略，中国传统媒体扩展了其受众接触的广度，加大
了其受众影响的深度，从而在窄播时代重新建立起“再大众化”的政治传播。
这些策略帮助传统媒体在新的媒介环境中建立了适合中国国家治理的政治传播
框架，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互联网新媒体的消极政治影响。

本文在理论上有以下贡献。其一，本文跳出了西方研究长期以来对中国政
治传播的偏见，丰富了对中国政治传播的理论解释。其二，本文对媒介环境的
重大变化以及中国传统媒体面临的挑战有着更清晰和更理论化的提炼，从宏观
上把握中国传统媒体的政治传播策略的统一性，加深了对中国传统媒体实践的
理论认知。

互联网等传播技术发展所造成的传播环境变迁，为中国、西方以及世界各
地的政治传播体系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本文的研究从一定程度上阐释了
中国传统媒体的适应性，并对这一冲击做出了符合中国政治传播发展实践的理
论回应，为世界范围内政治传播的转型与重构提供了中国经验介绍。在今后的
很长一段时期内，互联网技术的影响将进一步深入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
面。政治与技术如何互动，政治传播在这一互动中将会呈现出怎样的新形态，
是政治学和传播学研究要共同面对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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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７２ － １７７．
Ｙｕ，Ｘ． Ｃ． ＆ Ｘｉｏｎｇ，Ｙ． Ｌ．（２０２１），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Ｏｍｎｉｍｅｄ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４：１７２ － １７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赵如涵、郭笑晨、樊攀（２０１６）． 电视媒体“移动传播化”的机制与困境：以“三微一端”实践为例． 电视研究，
１０：５７ － ５９．
Ｚｈａｏ Ｒ． Ｈ． Ｇｕｏ，Ｘ． Ｃ． ＆ Ｆａｎ，Ｐ．（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Ｍｏｂｉｌｉｚ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Ｍｅｄｉａ：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Ｍｉｃｒｏ ＆ ＯｎｅＡｐｐ”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Ｖ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０：５７ － ５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２０２２）． 第５０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ｈｔｔｐｓ： ／ ／ ｃｎｎｉｃ． ｃｎ ／ ｎ４ ／ ２０２２ ／ ０９１４ ／ ｃ８８ － １０２２６．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４日访问．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２０２２）． Ｔｈｅ ５０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ｈｔｔｐｓ：／ ／ ｃｎｎｉｃ． ｃｎ ／ ｎ４ ／ ２０２２ ／ ０９１４ ／ ｃ８８ － １０２２６． ｈｔｍｌ．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ａｔ Ｊｕｌｙ
１４，２０２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钟怡（２０２０）． 新时代政治传播策略的“日常生活化”转向． 中州学刊，６：１６６ － １７２．
Ｚｈｏｎｇ，Ｙ．（２０２０）． Ｔｈｅ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 Ｔｕｒ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６：１６６ － １７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Ｄ．，Ｈａｓｓａｎ，Ｔ． Ａ． ＆ Ｔａｈｏｕｎ，Ａ． （２０１８）．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ｅ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Ｅｇｙｐｔｓ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１（１）：１ － ４２．

Ｂａｒａｓｃｈ，Ａ． ＆ Ｂｅｒｇｅｒ，Ｊ． （２０１４）．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ｏｗｃａｓｔｉｎｇ：Ｈｏｗ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Ｓｉｚｅ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Ｗｈａ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Ｓｈａ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５１（３）：２８６ － ２９９．

Ｂｅｎｎｅｔｔ，Ｗ． Ｌ． ＆ Ｉｙｅｎｇａｒ，Ｓ． （２００８）． Ａ Ｎｅｗ Ｅｒａ ｏｆ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５８（４）：７０７ － 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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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ｍｂｅｒ，Ｂ．（２００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５４（１）：５３ － ６７．

Ｂｌｕｍｌｅｒ，Ｊ． Ｇ． ＆ Ｋａｖａｎａｇｈ，Ｄ． （１９９９）．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Ａｇ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１６（３）：２０９ － ２３０．

Ｂｌｕｍｌｅｒ，Ｊ． Ｇ．（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Ａｇ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 ｄ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１）：１９ － ３０．
Ｃｈａｄｗｉｃｋ，Ａ．（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ｅｄｉａ Ｓｙｓｔｅ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ｈａｅ，Ｓ． ＆ Ｆｌｏｒｅｓ，Ｄ．（１９９８）．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Ｖｅｒｓｕｓ Ｎａｒｒｏｗｃａｓｔ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１０（１）：４１ － ５７．
Ｃｈａｆｆｅｅ，Ｓ． Ｈ．，＆ Ｍｅｔｚｇｅｒ，Ｍ． Ｊ． （２００１）．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Ｍａ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Ｓｏｃｉｅｔｙ，４（４）：
３６５ － ３７９．

Ｃｈｅｎ，Ｊ．，Ｐａｎ，Ｊ． ＆ Ｘｕ，Ｙ． （２０１６）．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Ａ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６０（２）：３８３ － ４００．

ＤｅｌｌｉＣａｒｐｉｎｉ，Ｍ． Ｘ．，Ｃｏｏｋ，Ｆ． Ｌ． ＆ Ｊａｃｏｂｓ，Ｌ． Ｒ． （２００４）．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７：３１５ － ３４４．

Ｆａｒｒｅｌｌ，Ｈ．（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５（１）：３５ － ５２．
Ｇｏｎｃａｌｖｅｓ，Ｊ．，Ｋｏｓｔａｋｏｓ，Ｖ． ＆ Ｖｅｎｋａｔａｎａｔｈａｎ，Ｊ． （２０１３）． Ｎａｒｒｏｗｃａ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
２０１３ ＩＥＥＥ ／ ＡＣ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Ｈａｎ，Ｒ．（２０１５）． Ｄｅｆ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ｎｌｉｎｅ：Ｃｈｉｎａｓ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Ｆｉｆｔｙｃｅｎｔ Ａｒｍ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２４：１００６ － １０２５．

Ｋｅａｎｅ，Ｊ．（２０１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 Ｄｅｃａｄｅｎｃ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Ｋｉｍ，Ｙ． Ｍ． ＆ Ｖｉｓｈａｋ，Ｊ． （２００８）． Ｊｕｓｔ Ｌａｕｇｈ！Ｙｏｕ Ｄｏｎｔ Ｎｅｅｄ ｔｏ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Ｍｅｄｉａ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５８（２）：
３３８ － ３６０．

Ｋｉｎｇ，Ｇ．，Ｐａｎ，Ｊ． ＆ Ｒｏｂｅｒｔｓ，Ｍ． Ｅ． （２０１３）． Ｈｏｗ Ｃｅｎｓｏ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ｌｌｏｗ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ｂｕｔ Ｓｉｌｅｎｃｅ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１０７（２）：３２６ － ３４３．

Ｍａｎａｃｏｒｄａ，Ｍ． ＆ Ｔｅｓｅｉ，Ａ． （２０２０）．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８８（２）：５３３ － ５６７．

Ｍａｎｉｎ，Ｂ．（１９９７）．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Ｍｅｔｚｇｅｒ，Ｍ． Ｊ． （２０１４）．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Ｖｅｒｓｕｓ Ｎａｒｒｏｗｃａ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Ｋｅｎｓｋｉ，Ｋ． ＆ Ｊａｍｉｅｓｏｎ，Ｋ． Ｈ． （Ｅｄｓ．），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ｐ． ７９５ － ８０８）．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ｒｉｏｒ，Ｍ． （２００５）． Ｎｅｗｓ ｖｓ．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Ｈｏｗ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Ｍｅｄｉａ Ｃｈｏｉｃｅ Ｗｉｄｅｎｓ Ｇａｐ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Ｔｕｒｎｏｕ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４９（３）：５７７ － ５９２．
Ｐｒｉｏｒ，Ｍ．（２０１３）．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６：１０１ － １２７．
Ｒｅｐｎｉｋｏｖａ，Ｍ． ＆ Ｆａｎｇ，Ｋ．（２０１８）．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ｏｎ ２ ０：Ｎｅｔｉｚｅｎｓ ａ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Ｗｏｒｋ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ｓ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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